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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 1684年春季所发生的朝廷辩论为切入点，探讨康熙皇帝在 1684 年秋季首次巡幸山东和
江苏两省的多元象征意义。有的朝臣倡导把康熙皇帝的这些巡幸活动视为“告成之礼”。有的支持把它视为
行使“仁义文治”之任务。本文认为，此次礼仪争论揭示了清廷政治文化中文武价值观念之间的对立。还
有，1684年“东巡”与“南巡”途中，一旦圣驾接近和行经某些有重大象征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时，这
种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对立极其尖锐而明显，尤其体现在汉文本起居注的记载中。据此可知，清王朝统治的
合法性是永远不会彻底完成的，是一个没有尽头、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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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ivil-Military Tensions during the Kangxi Emperor's First Southern Tour
Starting with a court debate which broke out in the spring of 1684，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multivalent symbolism of the Kangxi emperor's first imperial tour( s) to Shandong and Jiangsu provinces
in the fall of 1684. Some courtiers advocated treating the Kangxi emperor's touring activities as a rite of
conquest，while others saw them as an exercise in benevolent civil governance. Here I suggest that this
ritual controversy revealed a tension between civil and military values within 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Qing court. Furthermore，this ideological tension became increasingly apparent as the imperial procession
proceeded farther southward during the Kangxi emperor's“eastern”and“southern” tours of 1684，
especially a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editions of the Imperial Diaries. Thus，the legitimiz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Qing rule was never entirely smooth or complete，but was always in the active process of
being constituted through ritual negoti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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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巡幸是一种具有多元意义的实践活动: 它

的象征意义和重要性既可通过多样的历史情景

追溯，也可从丰富的原始资料中求证。①事实
上，只要仔细阅读现成的史料，便能够对康熙

首次巡幸这个一直饱受争议的活动的意义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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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阐释。一方面，巡幸活动可被构建为对
“仁政”的实践，另一方面，也可被解释为极
具军事色彩的“征服礼仪”。对巡幸意义的解
释，是强调文治还是武功，这种分歧在 17 世
纪 70 至 80 年代间康熙皇帝最早的巡幸活动中
表现得最为明显，并在 1684 年首次东巡与南
巡中达到顶点。在下文中，我将努力阐明这一
长期存在的文武价值观念的紧张对立，这种对

立深深嵌于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官方叙述中，

特别是起居注的记载。②

1684 年春的礼仪之争

清朝内部对皇帝巡幸活动的准确内涵与合

适定位的争议最晚开始于 1668 年底，那时年
轻的康熙帝第一次想启动他的巡幸活动。③这
种由对巡幸之意义阐释的矛盾而形成的内在紧

张，在 1684 年 3 月底 4 月初的朝堂上表现得
已很明显，一场激烈的争论就此爆发。这场争
论的主角是朝中两位大臣: 曹禾和王承祖，他

们分别恳请康熙皇帝东巡山东。④皇帝立刻召
集群臣讨论这两位大臣的建议。双方争执的核
心点，至少名义上，并非皇帝巡幸山东是否有

充分的理由，而是皇帝在泰山应该举行什么样

的礼仪才算最合适? 然而，对每位朝臣的意见

进行更仔细的分析就会发现，还有很多更基本

的问题关系重大，这些既包含“东巡”的基
本含义，也包含了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意义和要

旨。
是征服礼仪，还是仁政典范?

这场争论开始于翰林院编修兼起居注官曹

禾 (1637—1699)，他首先进谏道: “皇帝登
封岱宗，以告成功，以昭盛德”⑤。曹禾对巡
幸行为的论证来源于他对祀典的专门解读。他
首先将祀典分成了“常祀”与“特祀”。常祀
的实例是指每年有天子参加的季节性献祭———
通常包含在社稷坛、天坛、地坛及太庙所进行
的祭祀。对“特祀”的说明则以圣王舜的大
规模巡游作为例子。曹禾适当地引用了 《尚
书》中那段描写舜帝大规模巡游最经典的章
句: “岁二月，东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
山川。”⑥

司马迁 (公元前 145—86) 在所著 《史

记》(约公元前 91 年成书) 也引用了 《尚书》
中这一常被征引的语句，作为上古贤君在泰山

举行封禅⑦的证据。曹禾对此深信不疑，并直
接引用这位伟大史家的话: “司马迁所谓，每
世之隆，则封禅答焉者也。”⑧用他自己的话
说，这意味着所有统治者自“三五以来，昭
姓考瑞，必以其成功告于上帝”。⑨最后，曹禾
还声称，封禅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值得尊敬的行

为活动，不仅代表王朝的兴盛，而且是对王朝

征服的庆贺，他在他的上奏中对这一基调做了

进一步详细说明。
对曹禾及其同僚来说，对这一史料的深入

研究，既是一种复古行为也是一种解释行为。
通晓这类知识是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一个必要

前提。事实上，在曹禾看来，自宋代以来对封
禅的忽视都应归咎于那些“不敢申明其礼”
的“后世议者”。很明显，这些人不愿举行封
禅，刻意地与历史上“秦汉唐宋之主，有事
岱宗者，皆勒兵十数万，创立宫殿，更起明

堂、辟雍”的活动保持距离，因为这种军事
冒险主义和大兴土木的政策“劳民费财，失
对越之意”。在曹禾看来，一个严重的且令人
遗憾的后果就是朝廷的很多官员逐渐变得只关

注“一岁中祈年报赛之常祀”，而忽视了“东
巡”一类的“特祀”，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泰
山封禅。⑩

在阐述了朝臣对封禅的忽视之后，曹禾继

而简要概括当朝历代皇帝的丰功伟绩 (当然

是用委婉的称颂词句)，试图恢复泰山封禅。
这些包括努尔哈赤“诞膺图箓”，皇太极“受
宝握符”，顺治帝“抚有区夏”。可曹禾又指
出顺治时期虽然天下一统，但“大命虽定而
天下未宁，人心未靖。”事实上，“三孽” (指
三藩) 仍然“伏于方镇”，海寇 (指反清势
力) 仍然跳梁东南。尽管如此，赖上苍眷佑，
康熙帝坚持不懈地展示美德和神圣能力，以图

最终实现“大一统之业”。瑏瑡

曹禾对清帝国以“无外”为特点的拓展
政策极尽溢美之辞，其中就应该包含了过去的

战争和未来的征服。然而，曹禾确切所指的是
刚刚结束的“平三藩” (1681 年 12 月) 和
“平定台湾”(1683 年 10 月; 指蛰居台湾的郑
氏家族的海上势力) 的军事胜利。这些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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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标志了“大一统之业”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为曹禾的主张既提供了原因，也提供了动

机。用他的话说:
上帝之命，不可不报; 山川百神之

助，不可不答; 而运势之本，开基之功

德，不可不纪。瑏瑢

在曹禾看来，最近平定三藩与台湾的胜利

对清朝来说是天命所归，这要求举行一场极具

经典意义的“东巡”泰山之祭，在那里，古
老而却长期受到忽视的封禅将再次举行，以此

将王朝征服达到顶峰的胜利时刻载入史册。
王承祖阐释问题的角度则截然不同。而

且，他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威望来实现自己的主

张。1684 年，王承祖位居吏科掌印给事中，
主要负责对供皇帝阅览的公文往来进行监察，

并能够直接影响政治决策的形成，甚至提出建

议。此外，王承祖享有直接进谏皇帝的特权，
并且可能有时帮助修订起居注。瑏瑣就纯粹的官
僚系统而言，王承祖有充分的权力去评论曹禾

的诉求。从某些事实来看———包括王承祖的职
位，他和曹禾的建议的特殊形式，瑏瑤官方记录

中这些文件的安排，以及它们的具体内

容瑏瑥———我们有理由推断王承祖得知了曹禾最
初的请求，并且快速地书写了自己的反对意

见，最终促使两份奏章同时上达天听。
事实上，从王承祖的实际立场看，他没有

(可能也不会) 逐一反对曹禾关于“东巡”泰
山的请求。相反，他只是对曹禾有关主张举行
封禅活动的动因和理由提出异议。在他的奏章
中，王承祖恳请康熙帝“仿古帝之巡狩，以
勤民事，以光圣治。”瑏瑦通过对皇帝极力颂扬，
并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忠诚，他首先小心谨慎

地声称皇帝应该胸怀更高的抱负: “皇上乘泰
运之始，出维新之治，屡颁上谕，戒饬臣工疏

通仕路，皆轸念民生、期登熙隆至意。”在对
皇上进行连篇累牍的颂扬之后，瑏瑧王承祖谈道:

“方今四海升平，要荒向化，正观风问俗、劝
课农桑之时。”瑏瑨这里，我们便能够看出王承祖
对“东巡”的界定并非王朝兴盛和征服的凯
旋礼仪，而是在和平时期倡议鼓励农桑，移风

易俗的仁政典范。
在 《尚书》 “舜典”中有对圣王舜“东

巡”原型的描述，王承祖通过对他非常熟悉

的“舜典”的解读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岱宗居五岳之首，东方为生气之先。

二月乃东作之始，燔柴祀天因所至，而祭

告之至，其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盖皆

为民事也。故载之于书，令后世仿其意而
行之。瑏瑩

这里，王承祖在代表儒家思想的 《孟子》
关于帝王出巡的论述，瑐瑠和自己关于康熙帝东

巡的建议之间构建了正统直线联系，恳请康熙

皇帝仿效虞 (也就是圣王舜) 的东巡，“察闾
阎之利病，问风俗之厚薄，设祭方岳以祈年

丰。”瑐瑡如此，东巡活动就彻底去除了巡幸活动
的军事化色彩，强调了百姓福祉与农业繁荣，

而不是王朝征服凯旋后的庆功活动。
在对经典的解释中，王承祖反对曹禾的观

点，特别是那些建议康熙帝要在泰山上举行种

种礼仪的主张。王承祖毫不掩饰的异议甚至明
确反对曹禾对司马迁的注解:

臣读 《史记·封禅书》内云: “上古
封禅者，七十二君，”皆荒唐无稽!瑐瑢至秦
皇、汉武仿而行之，不过耀德张功，后世
鄙焉。瑐瑣

通过全面推翻曹禾立论的前提条件，王承

祖极力主张康熙皇帝“法虞帝行燔柴之礼，
不袭封禅之事。”瑐瑤

皇帝的勉强与默许

接到这两份奏章后，康熙皇帝令九卿、詹
事和科道官员讨论此事。王承祖作为一名科道
官员直接参与了这些讨论。很明显，为了平衡
王承祖的影响，康熙皇帝让几名内廷官员

(即詹事) 也参加这场讨论，其中就包括皇帝

的心腹高士奇 (1645—1703)瑐瑥。关于高士奇
与他在朝堂上所扮演的角色，下文将提到更多

细节。这里我们只需注意，在这次会议上，王
承祖的观点最终胜出，康熙帝欲左右讨论结果

的企图落空。1684 年 4 月 13 日，在经过反复
讨论后，官员们将他们的意见呈报皇帝:

翰林院编修曹禾请封禅泰山，应不准

行; 科臣王承祖请行巡狩，燔柴泰山，即

过孔林观礼器，应准行。瑐瑦

康熙帝对这个结果似乎并不非常满意。他
没有接受，相反要求礼部研究一个更详尽的合

适的礼仪方案，以及相关的先例。一旦礼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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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内阁，他将指示满、汉大学士“公同详议
拟票具奏。”瑐瑧在经过足足两个星期的研究与讨
论之后，瑐瑨礼部的官员们的结论是“祭泰山如
祭天坛礼”瑐瑩 (1684 年 4 月 28 日，即康熙二十
三年三月十四日)。换句话说，根据礼部制定
的礼仪方案，皇帝巡幸泰山并不需要举行

“特祀”活动，而是简单地照“常祀”标准办
理，就像皇帝每年到天坛的祭祀一样。这意味
着曹禾的意见被彻底否决。
康熙皇帝似乎仍然不想接受礼部意见，他

转而询问他的大学士: “此事尔等之意若何?”
满族大学士明珠小心翼翼地答道:

昔之封禅致祭之礼，年代久远，无从

考其仪注，史书所载甚属繁多。又虞舜巡
狩，燔柴致祭之典，亦无仪注，臣等之意

似应从部议。
至此，康熙帝可能察觉自己一意孤行的危

险，于是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封禅之举，非
所宜行。此事著依部议。”瑑瑠

1684 年 11 月: 康熙皇帝的
东巡与南巡

1684 年 4 月底，曹禾原来所倡导的将
“东巡”泰山、举行封禅视为王朝拓展与征服
的凯旋之礼的建议在朝堂上饱受非议。与此同
时，王承祖将“东巡”视为仁政下彻底非军
事化活动的观点则完全胜出。的确，王承祖有
效地利用了令人肃然起敬的慷慨陈词，和儒家

经世而贤明的统治理论，击败了曹禾，为

1684 年康熙皇帝东 (南) 巡的启动构筑了理
论框架。康熙皇帝将不举办曹禾最初建议的泰
山封禅了。
然而，当康熙帝期盼已久的巡幸经过山东

与江苏两省时，如何看待皇帝巡幸活动的分歧

仍然存在，并借助各种事件不断展开。换句话
说，虽然正式的礼仪争论已经告一段落，但当

1684 年秋天圣驾通过山东和江苏时，意识形
态上的矛盾仍然尖锐，并导致进一步的讨论与

谈判。一旦圣驾接近和行经某些有重大象征意
义和文化意义的地方———诸如泰山、山东与江
苏边界以及长江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紧张对

立极其尖锐而明显，那就是到底该以文治还是

武功的观念来解释清朝的统治。

山东: 协商中的文武价值观的紧张状态

1684 年 11 月 16 日，从北京启程 12 天
后瑑瑡，圣驾到达泰山脚下的泰安州，中午时

分，康熙皇帝开始了攀登他期盼已久的东岳。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内，他步行了 40 里 (大
约 13 英里或 20 公里) 到达顶峰，之后他在三
个不同的地方举行了祭祀，并且登高远眺，欣

赏各处景观。晚上宿于山顶，早晨观日出。在
下泰山之前，他又举行更多的祭祀，沿途所到

之处挥毫题词。直到中午康熙帝才在侍卫的保
护下到达泰安城北，在那里的一个专门供奉泰

山之神的庙里 (即东岳庙)，康熙帝再次进行

了祭祀。瑑瑢

起居注官们在评论康熙的首次泰山之旅

时，颂扬了康熙皇帝的文治武功: “伏惟皇上
文德诞敷，武功煊赫，声教四讫。”瑑瑣事实上，
他们明确重申的成就即是曹禾早先提出的

“大一统之业”。瑑瑤 “东西南朔，罔不率俾，海
隅向化，自古幅帧所不及者尽入版图”。瑑瑥这
里，起居注官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君主权威与声

望 (即文德与武功) 的双重资源中，转移到

了帝国统治的实体 (四周边界、东南沿海和
历史上未统一过的地区) 上。通过赞颂帝国
边界与领土的拓展，起居注官们实际上承认并

接受了曹禾早先提到的以军事上的胜利主义为

特征的泰山封禅。
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们也介绍并重点突

出了“文化魅力”(即文德) 是君主品质与合
法性的标准。在他们的修辞性很强的文字介绍
中，对过去征服事实的把握并不十分准确 (即

全凭武力的征伐战争)，对现在和将来的界定

则更多的强调“中国东南地区将被纳入清朝
的 ‘大一统’”之中。在这一方面，最为重要
的是有关帝国软实力 ( soft power) 和君主文
德的作用，而非军事力量。起居注官通过反复
强调对康熙帝“文化魅力”的赞美，反映了
他们对文德的追求。毫无疑问，他们对民政方
面的成就一直持最高的赞美态度: “建置郡
邑，功德隆盛，固已并三皇而媲五帝矣。”瑑瑦通
过将康熙皇帝重建国内统治秩序，媲美于上古

圣王的美德，起居注官们实际上是在明确表

示，清朝的“贤德成就”来源于统治者期望
构建一个更低调、谦逊的仁政统治，而不是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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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统治者和征服精英在军事上的勇敢。
的确，在起居注官的笔下，康熙皇帝到中

国内地和东南地区种种活动，总是通过一些寓

意深刻的术语，被表述为得到了合乎体统、文
明的统治行为。

巡幸所至，清问下民，闾阎疾苦靡弗

周知。蠲租徭，恤耆老，悯颠连，吏治清
浊，谘访激扬，白叟黄童，引领望幸，銮

舆经过之地，欢呼载道。瑑瑧

作为起居注官们对皇帝巡幸活动的评述的

一部分，上述这段文字在官方的叙述中占据重

要位置。但是这样的言辞逻辑更像是程式化的
修饰性描写。此时，圣驾巡幸刚刚十二天，正
在山东境内，上段文字中所述的景象还没怎么

发生。换句话说，起居注官们只能凭借象征手
法来记载，而非历史真实。他们如此不辞辛苦
劳动的最终目的，未必只是记录信史，而且通

过构建具有说教意义的、可以流传后世的统治
模式，形成某种特殊的文化意义。换言之，起
居注官是在全力以赴地做一个没有止境的课

题，那就是塑造统治的合法性，这被 Catherine
Bell称为“仪式化”。瑑瑨这项有关统治合法化的
礼仪方面的研究课题，其产品是要求有一个圣

君的礼仪化实体，瑑瑩而且随着圣驾巡幸逐渐深

入内地，起居注官对这一圣君实体的表述也会

愈加清晰 (体现在康熙皇帝行为中)。毫不奇
怪，起居注官们倾向于通过对此次巡幸的描

绘，来表现皇帝积极的、正在进行的转变，我
们或可称之为“文明进程”。在这项统治合法
化课题中 (作为一个文明进程)，起居注官们

所塑造的这一动态的圣君的化身就是康熙帝本

人。
当然，康熙皇帝本人就是这项礼仪化与合

法化的过程中的一个同样重要的参与者，在这

一过程中，起居注官们一直致力于与皇帝进行

协商。大约六至七个月前，早在曹禾和王承祖
朝堂争论时，他们与皇帝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

协议。1684 年 4 月，康熙皇帝最终表示曹禾
关于赴泰山举行封禅的建议不合时宜。曹禾想
以此表明君主的权力和权威具有更多军事凯旋

的色彩，但康熙通过这种方式，含蓄地回避了

曹禾有关东巡的观点。康熙接受了王承祖提出
关于“东巡”的另外一个概念，即视之为对

勤政、仁政和圣德的实践。在泰山脚下与满族
大学士明珠的一次公开谈话中，康熙帝似乎想

验证这一点:

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深宫宁处，

轸念闾阎，诹吉时巡，省观民隐。经行所
至，登于泰山，至圣遗踪，缅然如睹。瑒瑠

这里，康熙帝一直在扮演着他的角色，整

个泰山之行中，康熙皇帝遵循着预先设计好的

脚本。然而，在剩下的旅程中，即经过山东和
江苏境内时，他开始积极地、不断地与起居注
官们就礼仪问题进行协商。
当巡幸泰山渐进尾声，起居注官们已经开

始为旅程的下一站作修辞上的铺垫。为此，他
们回过头来，重新记述了 1684 年的春天这一
重要时刻: “乃圣心有大益，谦斥封禅之文，
举省方之典。”瑒瑡在这种特殊情景下，这个简要
的叙述仿佛在提醒康熙皇帝必须遵循早先的决

定: 不在泰山举办封禅，以免将其当作征服胜

利后的军事措施; 当圣驾过境山东与江苏境内

时，也要以更谦卑、仁义的态度贯穿全程。换
句话说，对起居注官们来说，1684 年春天的
礼仪之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在泰山举行什么样祭

祀典礼的小问题，而已经成为全部巡幸活动的

基本动因和内涵意义之所在。这可能是起居注
官们为什么将皇上“谦斥”曹禾提议的行为，
与“举省方之典”相提并论的原因。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问题，来表明在

起居注的叙述中存在着某种内在紧张。首先，
康熙帝最初做出不应允曹禾提出的泰山封禅请

求的决定，并非如同起居注官们宣称的是一个

“拒绝”的行为。我们也许记得，在 1684 年 4
月 28 日朝堂上的礼仪之争即将结束时，康熙
皇帝仅仅声明: “封禅之举，非所宜行，此事
著依部议。”瑒瑢这更像是皇帝勉强接受大臣们意
见的结果，而非“谦斥”曹禾东巡提议。也
许两者的区别微乎其微，但是从康熙皇帝的意

向看，这反映出了重要的区别: 皇帝意向本身

就是政治竞争和意识形态争斗的主要焦点。
第二，尽管康熙皇帝的泰山之行严格遵照

起居注官们设定的脚本，但在圣王活动之外，

他也举行了很多高度军事化的礼仪活动。举例
而言，1684 年 11 月 11 日 (康熙二十三年十
月五日)，即登泰山的前五日， “上召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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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尚书伊桑阿、介山，学士席尔达，侍读
学士朱马泰、徐庭玺，卿葛思泰、阿里虎、安
泰于围中射猎。”这场即兴的打猎活动是巡幸
进入山东时的一个军事化仪式，背后包含着某

些民族色彩。实际上，康熙帝在这一天所召集
的打猎成员们，除了唯一一名汉族官员徐庭玺

外，其他人都是满洲官员。同日还有记载:
“是日，赐山东巡抚以下、知县以上等官及致
仕大学士冯溥等兔。”瑒瑣通过这种倾向性的姿
态，康熙皇帝是在向山东的整个文官系统展现

他在军事上的威力和对军事的高度关注。然
后，第二天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六日，即

1684 年 11 月 12 日)， “上召福建金门、海坛
总兵官陈龙、林贤于围中射猎。”瑒瑤第二次狩猎
活动的意图似乎是为了向两位重要军事官员灌

输对朝廷的忠心 (他们从北京到福建去接任

刚获的新职位，奉旨扈从圣驾)瑒瑥，但是，也

有可能是想借此机会庆祝一年前在 1683 年夏
天平定在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中活动的
反清势力的新胜利。瑒瑦

更重要的是，起居注官们记载这些事情，

却没有做出任何相应的评论 (一般都会大加

赞美的)。这显然并不是因为没有机会。毕竟
有两位官员充当“扈从起居注官”瑒瑧，参与了
这次围猎活动，虽然孤独的汉族起居注官孙在

丰没有受邀围猎。我认为起居注官不对皇帝围
猎行为进行评价，是因为它不符合将东巡作为

“仁政”活动的规范性记叙。相反，狩猎仪式
看起来似乎强化了康熙皇帝一直致力于———至
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把“东巡”看作征
服的凯旋之礼。
如此，就不足为怪，当圣驾准备离开泰

山，并继续南行时，起居注官们再次提醒康熙

皇帝曾经对“展示圣心”做出的承诺，并试
图确保他将承诺践行到底。他们通过起居注的
规范性叙述，不断提醒君主这一敏感的意识形

态主张: “乃知圣主举动度越百王，史臣执
简，惟有颂扬莫罄也已。”瑒瑨这里，起居注官们
可资利用的只有修饰性言词。他们知道言辞上
的影响仅仅是微弱而有限的间接说教，但是，

他们透露的信息非常明确: 只要皇帝继续按照

起居注官们事先布置好的脚本行事，那么他们

对合法性权力的无休止的赞美之词将随之奉

上。
皇帝在三天后做出回应，1684 年 11 月 20

日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皇帝将野兔

分发给了每一个随从的官员。但很难确定被分
配的野兔到底是在之前的狩猎中捕获的，还是

在 1684 年 11 月 20 日当天狩猎中新捕获的。
我提出这种可能性仅仅是因为起居注官们

(具体是谁还不清楚瑒瑩) 提到皇帝“于围中”
向官员赏赐战利品。而且，起居注官们使用了
相同的词汇介绍了康熙皇帝早些时候“于围
中”射猎的活动。
无论康熙皇帝是否在 11 月 20 日当天举行

过围猎 (文字材料中显示他没有)，但他明确

地在最近的狩猎中举行了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

仪式 (即在围中赠予野兔)。而且这个特权圈
子包括孙在丰，泰山之北狩猎时，这个汉族起

居注官员曾经被排斥于外，瑓瑠但现在却被传唤

参与狩猎活动，并记录第二次狩猎的生动场

面。考虑到围绕着皇帝个人行为与活动的敏感
性，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并不像是巧合，而更

像是对孙在丰反复宣称身为“满人”的康熙
皇帝乃一位“汉化”圣君的尖锐反驳。
同时，康熙皇帝也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不

断强调他的特权，以及他对这次巡幸活动的看

法。为此，他继续容许他的起居注官们 (至
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瑓瑡) 参与到这场不断发展

的积极协商的过程中来。瑓瑢这个协商过程不仅
有言语上的辩论，也表现为身体的行为和实

践。
在山东—江苏交界处: “勤政”的意义
圣驾临近山东与江苏交界时，起居注中的

措辞从关注皇帝的圣心转向了对勤政的渲染。
在 1684 年 11 月 21 日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
五日)，即康熙皇帝宣布首次南巡前两天，行

宫临时设于山东南部的沂州，这里距离江苏北

部边境 70 公里 (43 英里)。这一天，起居注
官们只记载皇帝晚上的活动: “上坐待至二
鼓” (晚上九点至十一点)，以等待皇帝巡幸
过程中每三天必至的本章 (来自京城衙门)。
皇帝“数问本章到否”，对内阁的官员言:

奏章关系国政，最为紧要。朕凡在巡
幸之处，奏到随即听览，未尝一有稽留。
前此递本官员因其迟延，朕已经重处。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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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本章何又至今未到? 今日奏章不拘时刻

到来，尔等即便呈进，朕宵兴省览。
结果这天的奏报直到四鼓 (凌晨一点至

三点) 才到达皇帝营帐，“上即起，一一详览
达旦。”瑓瑣

尽管该场景本身已为皇帝勤政提供了足够

的证据，起居注官们仍然坚持加上了他们的

“窃观”:
自古勤政之主，高居深宫，或三日或

五日一听政。史书尤称为盛事。皇上马上
巡行，日省方舆风俗，闾阎生业，未尝少

即晏安。夜分而起，彻曙听政，以视古人
未明求衣，日晡夜食，诚远过之。国家万
年之基端在此矣!

通过这段评论，起居注官们提升了这个例

行活动，将其“仪式化”，从而使之转化为君
主品德与合法性的意识形态象征。换句话说，
官方记述不再过于关注与上古贤君泰山封禅紧

密相关的礼仪活动，而是将目光转向与日常管

理中的例行公事。瑓瑤同样重要的是，康熙皇帝
的勤政与自律不仅表现在批阅日常奏章，也表

现在巡幸途中对百姓生活习俗和日常生活的省

察，在起居注官们的笔下，这些都是仁政的标

志，也是起居注官们从言辞上为两天后圣驾进

入江苏所定下基调。
无独有偶，一周前，在泰山脚下，康熙皇

帝也谈到了同样的主题: “朕夙夜孜孜，勤求
治理，深宫宁处，轸念闾阎。”瑓瑥对于皇帝也是
如此，他强调的重点同样已经转向勤政与效

率，这一转变似乎更容易超越更为敏感以及更

具决定意义的礼仪诸问题。
然而，“勤政”这个概念更加灵活，并富

有弹性，为妥协留下了足够的空间。皇帝在巡
幸途中积极处理文、武事务都有可能被认为是
君主仁政的合法性表现。然而，起居注官们倾
向于用视察河工来解释圣驾进入江苏的原因，

因为这样就可以纾缓民困:

上以黄河屡岁冲决，久为民害，欲亲

至其地，相度形势，察视河工，命驾南

巡。瑓瑦

换句话说，当正式宣布第一次“南巡”
时，起居注官们最关注的是民间治理和百姓福

祉。对军事安全和武备却避而不谈。然而，后

者才是康熙皇帝首次南巡的核心内容。
正如以前也曾有专家对这个问题一带而

过，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康熙皇帝首次南巡也

有军事演习与军队检阅的目的。瑓瑧在他所经之
处，康熙皇帝每天不但召见当地的文官，也召

见绿营与八旗驻防的各级军官。瑓瑨例如，当圣
驾进入江苏的那天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八

日，即 1684 年 11 月 24 日)，起居注官列出七
名来到这个移动的朝廷受到皇帝接见的官

员。瑓瑩六名军事将领在杨捷的带领下觐见皇帝。
杨捷 (1617? —1690)瑔瑠，功勋卓越，性格刚
毅，深受信任，当时出任江南提督。瑔瑡

根据起居注的记载，康熙皇帝召见杨捷一

行是在圣驾停驻宿迁搭起大帐之后。然而，根
据杨捷自己的记录，瑔瑢他们是在山东和江苏的

边界上受到接见，距离宿迁县城大概四十公里

(24 英里)。在这里，轻松的寒暄过后，康熙
帝对将军肃清福建沿海反清势力的战绩予以认

可。然后，皇帝称赞这位年过六旬的老将
“尚矍铄不老”，问道: “尚能射几斛力弓?”
杨捷答道: “臣前驻师压海贼，叠身苦卤湿，
弓稍弱，然尚能射。”瑔瑣对此，皇帝答道: “能
射即真老将军。”瑔瑤

于是，康熙“命阁臣传旨将军起上马，
走围枪内”。杨捷在皇帝的这些随侍中行动自
如，这些人在两周前曾在山东参加皇帝的围猎

活动。正如皇帝的评价: “将军功高老臣，诸
国戚、内大臣视之亲亲，无徉暖热。”瑔瑥之后，
杨将军加入随侍皇帝的豹尾班，随圣驾到宿迁

县城，在那里，他被授权可以出入戒备最为森

严的皇帝大帐区域。另外，康熙帝又将他亲自
射杀的一只野鹅赏给杨捷，以示格外恩宠。瑔瑦

第二天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十九日)，康熙帝

又赐予杨捷他在宿迁县亲自捕杀的五只野

兔。瑔瑧

对康熙帝来说，关心军务肯定是他勤政的

一个方面。可是在汉文起居注中，并没有记录
康熙帝见到杨捷的互动细节。一个原因是那些
起居注官员可能见不到皇帝和他最亲信官员之

间互动的细节。可能性更大的另外一种原因是
凝聚皇帝周围最亲近的圈子———可能也包括一
些省级高级官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骑射、
围猎等这些军事化的宫廷文化为基础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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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即使当圣驾进入江苏省的时候 (那时也

被称为江南省)，康熙帝一直坚持不断地举行

各种军事化礼仪，而对军事化色彩很重的政治

文化的详细描述，将会引起无益的关注。
无论是哪种情况，在起居注的官方记录

中，资料上的差异表明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文

优先于武的状态。然而，起居注官员在遵循这
种意识形态时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因为当他

们看到康熙帝逐渐偏向于处理军事事务，尤其

是当圣驾越过长江后，皇帝在显而易见地展示

军事力量。
江南: 核实武备与军事胜利主义

康熙皇帝渡过长江，与登泰山相比，在象

征意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这是历史
上满族皇帝第一次踏上这个被称为“江南”瑔瑨

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地。
1684 年 11 月 29 日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
二十三日)，圣驾渡过长江，顺流而下，到达

镇江府城西门，并于此地安帐停驻。在这里，
康熙召见了 21 名江苏、浙江两省的高级官员，
其中 11 人是武官。瑔瑩这次集会本可以在苏州城
举行，因为这里不只是 1684 年南巡路程的最
南端，而且也靠近浙江省城杭州。再说，这批
官员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要从杭州起程到长江南

岸迎接圣驾。但是那样的话，效果绝不相同。
巡幸进入山东和江苏时高度军事化的性质表

明，这些省级官员被传唤到扬子江畔，由此可

以再一次见证清帝国的高度军事化和踏足江南

的凯旋仪式。
事实上，康熙于 11 月 29 日越过长江后，

次日即退回 (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即 1684 年 11 月 30 日)。他与随扈人员登上被
称为“沙船”的战舰，沿长江巡回航行了
“十数里”距离 (大约 6 公里或 3 英里)。这
艘船上下行使，左右横渡。这并不是一次有实
际意义的横渡，而更像是检阅作为在平定

“三藩”之乱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水师力量。康
熙皇帝对“沙船”的速度和敏捷程度印象深
刻，他转而对近臣高士奇说道:

自兴兵以来，恢复岳州、长沙，瑖瑠多
得此船之力。今海寓承平，昔时战舰仅供
巡幸渡江之用。然安当思危，治不忘乱，
朕乘此舟未尝不念艰难用武之时，非以游

观为乐也。瑖瑡

通过这段话，康熙皇帝想明确表示对武备

一如既往的关注，也确实是他勤政的一个重要

方面。他也一再否认他到江南是为了欣赏那里
的美景或游山玩水的观念。对我们来说，最重
要的是，康熙帝也一直在暗示，和平局面的持

续和清王朝统治中国的真实根基，是在军事上

常备不懈、高度警惕的精神状态。
和以前一样，起居注官们记下了这个场景

和片段，但他们没有任何评价和赞扬，可能仍

然是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文高于武。既
然得不到起居注官们的赞扬，康熙皇帝就转而

从高士奇那里寻得喝彩和肯定。
自 1678 年开始，高士奇就一直是皇帝的

伙伴、心腹知己和御用文人。高士奇也深深地
卷入了 1684 年曹禾和王承祖在朝堂上发生的
礼仪之争。事实上，正如同我们提到的，时任
詹事府右庶子的高士奇有职务之便，康熙皇帝

要求高士奇直接参加评判曹禾和王承祖有关东

巡建议的高下之别。所以，高士奇一直处于宫
廷斗争的漩涡中心，并在无意中成为朝廷党争

各派的目标，尤其是起到平衡王承祖一派力量

的作用。4 月 4 日 (康熙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三
日) 在第一次礼仪之争公开辩论前六天，发

生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吏部官员向皇帝呈递了
一份题本，建议高士奇补翰林院缺。瑖瑢康熙皇
帝立刻拒绝了这个试图将备受皇帝信任的侍从

从内廷调离的建议: “高士奇系内廷供奉之
人，不可骤令外用。此缺吏部会同翰林院另行
选择具奏。”瑖瑣显然，皇帝想要高士奇继续留在
他身边，其原因在首次南巡时表现得更加明

确，现在我们要专门回过头来进行探讨。
我们知道，康熙皇帝曾说要不断保持军事

上的常备不懈，这一要求通过在长江中游举办

水师阅兵仪式来实现，实际上，这个话是对高

士奇讲的，当时高士奇回应说:

兹四方无事，时雍风动，皇上犹兢兢

业业，居安思危，诚帝王持盈保泰之盛心

也。瑖瑤

高士奇把皇帝专心军事事务描述为“兢
兢业业”和“持盈保泰之盛心”，实际是在重
申南巡礼仪中军事色彩的合法性。他在这里没
有把有关君主标准叙述的“圣”或“德”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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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合法性的形式。
很快，与军事勇气和武备更加密切相关的

各种活动接踵而至，圣驾在苏州仅停留两天，

然后迅速前往江宁 (今天的南京)。八旗驻防
和绿营官兵在此接驾。瑖瑥第一天，康熙皇帝花
费整整一天的时间来表示对已经灭亡的明朝足

够的尊敬，他祭奠明朝开国皇帝 (明太祖)

的陵寝，参观了明皇宫遗址。瑖瑦第二天，他在
校场检阅了驻防八旗与绿营兵，在这里省级军

官和康熙内廷侍从、贴身侍卫一起表演了射箭
技巧。皇帝本人也拿起弓箭，上马展示射术，
从右边射出五发全中，从左边射出五发四中。
根据起居注官们的记载，在这公开展示中，

“士民观者，以数万计，皆踊跃蹈舞，欢呼动
地。”瑖瑧杭州八旗驻防将军满洲人马哈达和其他
奉旨而来的武官皆盛赞“皇上神武天授，超
越从古帝王。今日军民人等咸得瞻仰，诚千载
奇遇，不胜幸甚!”瑖瑨

在一片欢呼声中，起居注官们的沉默将会

引人注目。因此，他们最后不得不撰写评论。
然而，他们在文辞上转向，突出了皇帝的圣德

和文治武功:

伏惟皇上天纵圣神，乃文乃武，天章

炳焕，翰藻琳琅，已远驾千古，而圣武绝

伦，俱臻至极。瑖瑩

在不情愿地演唱这些颂歌时，起居注官们

试图通过借用儒家经典来抵消或平衡对于皇帝

武功的恣意颂扬，儒家经典强调文治是“开
化”或“文德”的标准。他们暗示性的语言
表现为回应 《尚书》的 《大禹谟》的记述:
帝德广运，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皇天卷

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瑘瑠

这种修辞上的共鸣，并不是这些饱学之士

对经典的误用。事实上，修纂起居注的朝臣
———即供职于翰林院和内阁之人———应该会注
意到起居注官们所用的“乃文乃武”是 《尚

书》中“乃武乃文”原文语序的颠倒，这是
他们精心设计的，仍然是要反映文德高于武德

的价值观。

结论

在以上论述中，我一直试图阐明文武价值

观之间的裂隙，并仔细研究这种意识形态上的

紧张关系是如何在 1684 年康熙南巡期间展开
的。康熙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未必接受一个常规
的观点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总想把稳定的内

涵赋予清朝这一移动的朝廷。一方面，一些大
臣将皇帝巡幸视为王朝成功与征服的军事化礼

仪。另一方面，其他大臣则倾向认为皇帝巡幸
应作为“仁义文治”和贤明统治的良好典范。
对南巡礼仪观念分歧的双方均从经典和遥远的

历史中寻找先例，以佐证自己的观点。康熙皇
帝参与了辩论，不仅通过有意识的言行，而且

通过身体力行，如围猎与赏赐的方式表达观

点。
起居注官们一直要面对一种分歧，一方面

是满洲君主的性情，另一方面是“圣君”原
型高度理想化的举止，起居注官们以起居注的

形式来记载康熙皇帝日常行为和工作的言语因

此显得非常起伏不定。康熙起居注显然与流畅
的、天衣无缝的官方叙述相差甚远，这个基本
而首要的资料中包含着某些内在紧张。通过严
密而谨慎的分析，可以揭示康熙朝廷内部不断

升级的争论与妥协。这种宫廷内部斗争所涉及
的问题恰恰在于，君主权力和权威用什么样的

象征形式和表达方式才能最恰当、最有效地展
现统治中国的合法性。据此可知，清王朝统治
的合法性是永远不会彻底完成的，是一个没有

尽头、不断进行的历史过程。
(本译文经董建中副教授校阅，谨致谢

意。)

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 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

2011，No. 1。

①张勉治: 《马背上的朝廷: 皇帝巡幸和清朝统治的

建构 (1680—1785 年)》 (Michael G. 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 Imperial Tou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 － 1785.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第一章。

②需要说明的是，我在文章中的分析仅仅基于我对汉

文本起居注册的阅读所得。在康熙朝，大多数的上谕

和奏折是由满文写成，满文本起居注册也早于汉文本

起居注册修撰。台北与北京的专家都认为康熙朝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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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起居注册与满文本起居注册的记述近乎一致。以
1673 年至 1697 年的数件事情为例，庄吉发认为“满
汉文本起居注册的文意俱相同。”“汉文本起居注册是
据满文本起居注册逐句对译。” (庄吉发: 《清代起居
注册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收入 《清代史料论述》，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1980 年，第 124—125 页，第
129 页。) 同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研究人员也
持相同观点: “其满汉文本的内容完全一致。” (邹爱
莲: 《清代起居注册 (康熙朝)》，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年，第一册，第 3 页。) 上述观点说明康熙朝汉
文本起居注册能够提供与满文本起居注册同样准确无

误的信息 (尽管是相对的)。
当然，也不排除仔细阅读及对比满汉文本后可能

得到相反的结论。毕竟，庄吉发也提到: “在词句上
偶有出入，或因满汉文翻译详略不同所致。” (庄吉
发: 《清代起居注册的编纂及其史料价值》，第 125
页。) 此外，陈捷先等学者已看到了满汉文起居注间
的一些不同，这令我们不能将上述两者等同的观点视

为定论。(陈捷先: 《介绍清朝满文起居注》 ［Ch'en
Chieh-hsien，“Introduction to the Manchu Text version of
the Ch'ing Emperors' Ch'i-Chü-Chu.”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 17，no. 2-4 (1973): 111-127.］罗运治:
《清代木兰围场的探讨》，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9
年，第 17 页，脚注 25。) 我没有查阅满文起居注，因
此下文的分析是临时性的，有待于进一步的修正。
③张勉治: 《马背上的朝廷》，第 75-79 页。

④孔毓圻等: 《幸鲁盛典·序》，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
馆 1983 年，卷二，第 1 页上。
⑤ 《幸鲁盛典》，卷二，第 1 页下，曹禾题本全文见
《幸鲁盛典》，卷二，第 1 页上-第 4 页上。

⑥ 《幸鲁盛典》，卷二，第 1 页下。
⑦司马迁: 《史记》，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年，卷二
十八，第 1355 页; 马克·刘易斯: 《汉武帝的封禅》
(Mark Edward Lewis， “The feng and shan sacrifices of
Emperor Wu of the Han.”Pg. 50-80，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ed. Joseph P. McDerm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第 52 页。
⑧ 《幸鲁盛典》，卷二，第 1 页下。参见司马迁: 《史
记》，卷二八，第 1355 页。
⑨ 《幸鲁盛典》，卷二，第 1 页下。
⑩ 《幸鲁盛典》，卷二，第 2 页。秦汉时期皇帝巡游
泰山的英文简介可参见刘易斯 《汉武帝的封禅》; 唐
代至明代时期皇帝巡游泰山的简介可参见达白安:

《身份映像: 帝制晚期中国的泰山朝拜》 (Brian R.
Dott，Identity Reflections: Pilgrimages to Mount Tai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4. )，第 152-157 页。

瑏瑡 《幸鲁盛典》，卷二，第 2 页下到第 3 页上。
瑏瑢 《幸鲁盛典》，卷二，第 4 页上。
瑏瑣贺凯: 《中国古代官名词典》(Charles O. Hucker，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第 133 页，条目
587; 第 305 页，条目 3616。
瑏瑤题本须经过一定的官僚渠道 (即像王承祖这样的科
道官员) 才能到达御前。
瑏瑥 在题本中，王承祖直接反驳了曹禾的主张，王承
祖的题本见 《幸鲁盛典》卷二曹禾题本之后。
瑏瑦 《幸鲁盛典》，卷二，第 5 页上。
瑏瑧用王承祖的话说，康熙皇帝“诚德媲尧舜，功迈汉
唐”。《幸鲁盛典》，卷二，第 5 页上。

瑏瑨 《幸鲁盛典》，卷二，第 5 页上。
瑏瑩 《幸鲁盛典》，卷二，第 5 页下。
瑐瑠理雅各译: 《孟子》 ( James Legge，trans. The Works
of Mencius.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1895; reprint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1991. ) 第 159 页。刘殿
爵译: 《孟子》 (D. C. Lau，trans. Mencius. London:
Penguin Books，1970. )，第 64 页，见张勉治 《马背上
的朝廷》，第 42-43 页。
瑐瑡 《幸鲁盛典》，卷二，第 5 页下。

瑐瑢根据刘易斯认为: “只有最后十二个人被记住了名
字，其中包括了著名的三皇和五帝。”刘易斯: 《汉武
帝的封禅》第 53 页，注释 4。
瑐瑣 《幸鲁盛典》，卷二，第 6 页。

瑐瑤 《幸鲁盛典》，卷二，第 6 页下。
瑐瑥 高士奇此时的职位是詹事府右庶子。
瑐瑦 《康熙起居注》，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年，第 1144
页。

瑐瑧 《康熙起居注》，第 1144 页。原文为: “此事着候
旨行。其合行典礼，令察明具奏。然事关重大，此本
着发回，尔满汉大学士等公同详议拟票具奏。”———
译者

瑐瑨礼部奏章全文出自 《幸鲁盛典》卷二，第 6 页下-
第 13 页上。
瑐瑩 《康熙起居注》，第 1152 页。
瑑瑠 《康熙起居注》，第 1152 页。核对原文 (康熙起居
注 1238-1239 页) 后，发现文中的描写与起居注有部
分地方不同，1. 康熙于初十日登岱，行四十里后，分
别在三个不同的地方行礼，然后才到达山顶。2. 傍晚
的时候，康熙于行宫驻跸，并未宿于山顶，次日也未

观日出。3. 十一日，康熙再次登泰山。沿途到处遗
墨，却只在天仙殿行礼。4. 十一日中午，康熙“设
卤于泰安城北，上御辇诣东岳庙，躬祀泰山之神于峻

极殿”。原文如下: “初十日壬寅，上至泰安州，日方
午，登岱。上乘马进红门，行里许，步行蹑登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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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四十里。日晡，登岭，于昭真宫天仙殿行礼。又东
北上数百步，至东岳庙，行礼。又西北上百余步，至
玉皇宫，行礼，是为泰山极顶。又东至秦观峰及孔子
小天下处。东南至日观峰。时薄暮，回至行宫驻跸
……十一日癸卯，上登泰山……辰时，上自岱峰步行
而下。日近午，设卤于泰安城北，上御辇诣东岳庙，
躬祀泰山之神于峻极殿”。———译者
瑑瑡 《康熙起居注》，第 1236 页。
瑑瑢 《康熙起居注》，第 1238-1239 页。达白安最近对
康熙皇帝在泰山的各项活动细节进行了研究，不仅研

究了 1684 年的泰山之行，也研究了 1689 年的第二次
泰山行。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参见他富有洞察力的研
究，结论与我明显不同，特别是他对康熙皇帝与起居

注官们针锋相对时的态度与性格分析。达白安: 《帝
制晚期的泰山朝圣》，第 157-181 页。
瑑瑣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
瑑瑤 《幸鲁盛典》，卷二，第 3 页上。

瑑瑥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
瑑瑦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
瑑瑧 《康熙起居注》，第 1239-1240 页。
瑑瑨凯瑟琳·贝尔在 《仪式的理论和实践》 (Catherine
Bell，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 中将仪式化界定为一种事先
设计好的用于与他者区别以彰显特权的行为方式，通

常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如，仪式化是一种将某些活动
与其他活动相区别的多元而特殊的文化策略，它的目

的是在宗教与世俗间创造出具有本质区别的特权 (第

74 页)。她进一步解释道: “仪式化的初级水平是造
就差异，在更复杂的层面上，仪式化是一种行为艺

术，特别是在建立具有排他性的特权方面，区别本身

就具有强烈的重要性和权威性。这样的特权差异也许
可以通过多元文化的具体方式所建立，这种方式通常

表现为统治阶级的礼仪行为”(第 90 页)。
瑑瑩司徒安提到过仪式化的复杂性和作为文本的知识生
产，见 《身与笔: 十八世纪清朝作为文本与表演的大
祀》 (Angela Zito，Of Body ＆ Brush: Grand Sacrifice as
Text /Performance in Eighteenth Century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 )，第二章，第 51-64

页。
瑒瑠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
瑒瑡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
瑒瑢 《康熙起居注》，第 1152 页。
瑒瑣 《康熙起居注》，第 1237 页。

瑒瑤 《康熙起居注》，第 1237 页。
瑒瑥陈龙、林贤和新任山东巡抚张鹏在一周前 (即康熙
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与九位蒙古台吉一同被赐宴

保和殿。此外，康熙皇帝命他们每人陛见，给予他们

最后指示。换句话说，这三位官员自圣驾离开北京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之后一直跟随。详情
见 《康熙起居注》，第 1235 页。
瑒瑦《康熙起居注》，第 1024-1027 页，第 1030 页，第
1108 页。

瑒瑧 《康熙起居注》，第 1257 页。
瑒瑨 《康熙起居注》，第 1240 页。
瑒瑩除孙在丰外，满族学士常书也在场并被赐予野兔。
瑓瑠 《康熙起居注》第 1240 页: 除了孙在丰，当天被
赐予野兔的其他官员还有: 大学士明珠，尚书伊桑

阿、介山，学士席尔达、常书，副都御史孙果。
瑓瑡上文所提的起居注官们的品级各异，说明起居注官
们有上下之分，这可能进一步造成作为原始材料的

《起居注》文本前后不一。
瑓瑢如凯瑟琳·贝尔所写: “仪式化产生赞同和拒斥。
它既不假设也不实施全面的社会控制。它是一个灵活
的战略，要求达到公众赞同，也就仅此而已。最终仪
式化所解决或产生的拒斥不仅仅是对仪式的控制能力

的界限，而且也是其功效的表征。 (凯瑟琳·贝尔:
《礼仪的理论和实践》，第 218 页。)
瑓瑣 《康熙起居注》，第 1240 页。
瑓瑤值得注意的是，在此祭祀和礼仪问题并没有完全消
失，而只是暂时被移置。康熙皇帝对重要的圣地，诸
如江宁 (今南京) 的前明皇宫遗址和明代开国皇帝

(明太祖朱元璋) 陵寝表示尊敬。更多康熙皇帝在这
些地方的活动可以参见乔迅: 《清初江宁的明代宫殿
与陵墓》 ( Jonathan Hay， “Ming Palace and Tomb in
Early Qing Jiangning.”Late Imperial China，1999，1. )，
第 48 页。
瑓瑥 《康熙起居注》第 1239 页。有意思的是，康熙皇
帝重提了汉武帝在公元前 110 年举行的泰山封禅后所
言: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
乐，故用事八神。” (班固: 《汉书》，北京: 中华书
局 1997 年，卷六，第 191 页。) 在这仪式的重要时
刻，汉武帝提到“眇身”和“至尊”仅仅是为仪式
成功而作的诠释，而且，对每日事务的勤政，并不是

我们熟知的礼仪仪式的细节，而是他统治的基础。通
过这个简单的逻辑，汉武帝塑造了一个必要的美德，

通过对道德伦理的补充解释，弥补了美德的缺失，从

而使自身权力拥有美德基础。换句话说，他暗示了每
日的勤政才是实践美德的主要形式。
瑓瑦 《康熙起居注》，第 1241 页。
瑓瑧史景迁将康熙皇帝首次南巡描述为“具有某种侦查
性质的远征”，见 《曹寅和康熙皇帝: 包衣和主子》
( Jonathan D. Spence， 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第 128 页，但达白安将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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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胜利之旅”，见 《身份映像》，第 158 页。
瑓瑨 《康熙起居注》第 1236-1257 页。绿营指挥官官阶
如下述 (由高往低): 提督、总兵官、副将、参将、
游击或称拜他喇布勒哈番、都司、守备、千总、把
总。八旗驻防的官阶如下述: 将军、副都统、参领、
左领、防守尉、骁骑尉。
瑓瑩 《康熙起居注》，第 1241 页。参与觐见的武官是江
南提督杨捷、江宁将军瓦代、副都统穆成格、防守尉
卓尔巴、副将林宗。第七位官员是淮安同知乔显宗。
瑔瑠据 《清代名人传略》 (Arthur W. Hummel，ed.
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
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2-43;
reprint Taibei: SMC Publishing Co.，1991. )，第 883-
884页。记载，杨捷出生于辽东地区的义州，他的祖
籍为江苏宝应，但是他的家族在明代迁徙至义州。他
的父亲 (杨国栋) 和三个叔叔均为明朝将领，他们驻

守东北边防，抵抗满人。然而，杨捷本人于 1644 年
效忠清廷，很快获得提升。17 世纪 40 年代晚期至 80
年代早期，他一直在帝国的东南部: 广东、江西、福
建、浙江等地镇压叛乱并为清朝建立统治秩序。他的
军事才能突出，1679 年被冠予昭武将军头衔。
瑔瑡杨捷第一次授命此职在 1659 年，但是任职时间颇
短 (1673—1677)，因 17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山东
与福建战区战争需要被调任。他迎接圣驾的时间在
1684 年。17 世纪 80 年代晚期，他被重新任命为江南
提督。(钱实甫编: 《清代职官年表》，北京: 中华书
局 1997 年，第 2436-2450 页。)
瑔瑢董文骥 (1623—1685) 抄录。董文骥是一位武进县
的文人。江庆柏: 《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北京: 人民
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748 页。
瑔瑣1678 年，杨捷被派往福建，清剿占据部分沿海城市
的郑氏残部。1680 年，他助战收复厦门，但是为瘴气
所伤。1681 年，他带着一身病痛，受命担任了江南提
督一职。( 《清代名人传略》，第 884 页。)

瑔瑤董文骥: 《恩赐御书记》， 《昭代丛书》乙集，卷
15，第 1 页下。
瑔瑥瑔瑦瑔瑧董文骥: 《恩赐御书记》 《昭代丛书》乙集，
卷 15，第 2 页上。
瑔瑨从字面上理解， “江南”指的是“长江以南”，但
是它显然指代更广泛的文化地理区域。这个区域包含
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横跨了长江。对于这个区域
的简要概述参见韩书瑞、罗友枝: 《十八世纪的中国
社会》 (Susan Naquin and Evelyn S. Rawski，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7. )，第 147-158 页。也可参考张
勉治 《马背上的朝廷》，第 6-7 页。
瑔瑩《康熙起居注》，第 1244 页。康熙 1684 年的巡游最
南端到达的地方是苏州。他在镇江召见了浙江省的主
要军事将领。他们是杭州将军马哈达，京口副都统张
元勋、张思恭，杭州副都统石文炳，京口右路总兵官
冯德昌，京口副将陆元文，京口防守尉宣文素，参领

刘海通，游击徐文武，防尉崔思英，骁骑校苏文成。
瑖瑠岳州和长沙都是湖南省北部交通要塞，控制着从长
江到洞庭湖，最南至湘江 (长沙) 的整片区域。
瑖瑡 《康熙起居注》，第 1244 页。
瑖瑢此时，高士奇的官方职位是詹事府右庶子。
瑖瑣 《康熙起居注》，第 1143 页。
瑖瑤 《康熙起居注》，第 1244 页。
瑖瑥 《康熙起居注》，第 1246-1248 页。
瑖瑦乔迅: 《清初江宁的明代宫殿与陵墓》。
瑖瑧 《康熙起居注》第 1248 页。在江宁，这个热闹的
场面与百姓看到的圣驾经过宿迁时皇帝的严肃形象形

成鲜明对比。对此，康熙皇帝向地方官下旨: “此断
不可收览! 民人果有冤抑，地方督、抚等官尽可申
诉。”( 《康熙起居注》，第 1241 页。)
瑖瑨 《康熙起居注》，第 1248 页。
瑖瑩 《康熙起居注》，第 1248 页。
瑘瑠理雅各译: 《尚书》，第 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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